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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本从九个方 面对人 口 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进行 了考察
,

指 出 : 历

史上的人 口 变迁是语言演化的主要原因之一
。

移民引起方言 的消亡
、

更替
、

融合
、

并用等变化
。

语言演化的种种不同形态
,

跟移民数童的多寡
、

迁筱

过程的久哲
、

迁挂距 离的远近
,
以 及移民和土著的文化背景等有关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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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的发展和演化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
。

宏观的演化大致包括语言的分化
、

融合和更替 ,微观的演化是指一种语言或方言中某些语音读音的变化
、

词汇的增减
、

语法结构

的变化等等
。

语言演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
,

人口变迁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
。

就宏观演化的原因来说
,

人 口变迁尤为重要
。

人 口的大规模迁徙往往引起语言的分化
。

本来同操一种语言的人群
,

聚

居在一起
,

同属一个大社团
,

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四散移居
,

分化成若干不同的社团
。

社团的

分化往往引起语言的分化
。

语言分化的结果是产生方言或次方言
。

如果移民的语言和当地土

著的语言互相渗透和融合
,

那么就可能产生混杂语
。

移民语言和土著语言互相接触之后可能

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
:

其中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
,

这一后果造成语言的消亡
。

还有一种

情况是比较特殊的
,

那就是移民语言和土著语言并存竞争
,

造成双语现象
。

然而
,

这仅仅是人 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大略关系
,

而实际上由于移民数量的多寡
、

迁徙

过程的长短
、

迁徙距离的远近
、

新居地和原居地联络的疏密
、

移民和土著文化的高下等等因

素
,

这二者的关系还要复杂得多
。

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
,

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 口流动相当

频繁
,

语言和方言的种类非常多
,

因此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就更加复杂
。

本文以中国

境内的移民和语言材料为基础
,

将二者的关系归纳成九个方面加以讨论
,

着眼于语言的宏观

变化
。

(一 )移民带来的方官取代土若方宫

如果外来的移民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土著
,

并且又占有较优越的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化地 位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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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迁徙的时间又相对集中
,

那么移民所带来的方言就有可能取代土著的方言
。

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晋永嘉丧乱后
,

北方移民的方言取代了江南宁镇地区原有的吴 方 言
。

西晋之前
,

宁镇地区属纯粹的昊语区
。

留传至今的南朝乐府民歌中有一类题名为
“

吴声歌曲
, ,

也就是当时用吴方言传唱的民间歌谣
。

不过文人采录 时多用当时的书面语
,

所以流传至今的

吴声歌曲除了个别方言词 (如人称代词
“

侬
”
)以外

,

几无方言特点
。

《晋书
·

乐志》说
: “
自永嘉渡江之后

,

下及梁
、

陈
,

咸都建业
,

吴声歌曲起于此也
。 ,
吴声

歌曲既然是产生于建业 (今南京 )
,

那么当地的方言必然是吴语
。

至于吴声歌曲产生的年代
,

据《晋书
·

乐志》说
: “

吴歌杂曲
,

并出江南
。

东晋已来稍有增广
。 ,

可见东晋以前已经产生
,

东

晋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流传
。

民间的吴歌应该是很早就有的
。 《世说新语

·

排调篇》 载
:

`
晋武帝间孙皓

,

闻南人好作尔汝歌
,

颇能为不? 皓正饭酒
,

因奉筋劝帝而言日
: `

昔与汝为

邻
,

今与汝为臣
,

上汝一杯酒
,

令汝万寿春
。 ’

帝悔之
。 ”

晋武帝时已流传到北方上层 社会
,

可见起源还要早得多
。

所 以在永嘉丧乱之前宁镇地区使用吴方言是没有疑问的
。

但是在永嘉丧乱之后
,

大批移民
,

主要来 自苏北和山东
,

南渡进入建康地区
。

东晋先后

在该地区设置的侨郡
、

侨州多达二十多个
。

移民的人 口估计在百万之上
,

超过了土著
。

并且

移民之中有不少是大族
,

如跟晋元帝司马睿一道从琅哪 (今山东临沂一带 )来的千余家
,

其中

大族就占上百家
。

这些大族在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化水平方面 自然超过土著
。

《颜氏家 训
·

音 辞

篇 》说
: “

易服而与之谈
,

南方士庶
,

数言可辨
,

隔桓而听其语
,

北方朝野终日难分
。 ,
这是说

南方的士族说北方话
,

庶人说吴语
,

所以
“

数言可辨
” ;而北方的官民都使用北方话

,

所 以
“

终

日难分
” 。

可见在南朝做官的是说北方话的北方人
。

由于北来移民在人 口
、

政治
、

经济等方面的优势
,

北方话就取代了吴语
。

但是这个取代

过程并不是一墩而就的
。

一则因为操吴语的土著毕竟还占一定的 比重
,

所以南下的官吏交接

庶人不得不用吴语
。

那时候
“

接士族用北方话
,

接庶人用吴语
, ,

可能还是通例 , 二则南下的

土族为了调和跟当地士族的矛盾
,

不得不采取妥协政策
,

在语言方面
,

不能完全排斥
,

也跟

着学一点吴语
。

《世说新语》中有一段话
: “

恒玄问羊孚
,

何以共重吴声? 羊日
,

以其妖而浮
。 ,

对这句话中的
“

吴声
”
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

,

一是指
.
吴方音

” , 二是指
.

吴声歌曲
, 。

从后文
`
妖而浮

”
来看

,

指
“

吴声歌曲
” 可能性大

。

不管何所指
,

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上层阶级对吴语和

吴文化是重视的
。

所谓士族是包括读书人的
,

南渡的书生对江东方言和北方话的严重差异一定非常 敏 感
,

所以郭璞 (山西闻喜人 )大约在侨寓江东时所作的《尔雅 》和《方言注》称举最多的方言地点即是
“
江东

”
(两书共一百七十处 )

。

他们为了跟当地书生接触想来也要学些吴语
。

而那些南下的官

吏出于接待庶人的需要
,

至少也得学会听懂吴语
。

看来北方话在宁镇地区开始的时候只是占

上风
,

经过几个世代的更迭才完全取代了吴语
。

(二 )移民放弃 l日地方言改用新地方育

如果新来的移民在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化方面 的地位远逊于土著
,

人口相对较少或分散而处

于土著的包围之中
,

那么移民就可能不得不放弃旧地的方言
,

逐渐改用新地的方言
。

中国的五十几个民族中完全不再使用本民族语言而改用汉语的
,

只有回族和满族
,

有的

著作把舍族也列在其中
。

舍族集中分布于闽东北宁德地区十一个县 , 浙南温州
、

丽水
、

金华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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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地区的十多个县 ; 另有少部分分布于赣东
、

皖南
、

粤东
,

各几千人
。

据初步了解
,

除了粤

东的惠东
、

海丰
、

增城
、

博罗诸县的一千多舍族使用苗语的一种方言之外
,

其余三
、

四十万

舍族完全使用汉语客家方言
。

不过他们所说的客家方言跟粤东的梅县
、

闽西的长汀
、

闽北的

邵武所使用的客家方言并不完全相同
。

但是各舍族所说的客家方言彼此间都比较接近
。

例如

闽东十一个县的舍族相互通话没有困难①
。

除了广东博罗等四县的舍话应是 苗瑶语族苗语的一种方言以外
,

大部分地区的舍族所说

的话应归属于汉语客家方言的一个次方言
。

浙南的舍族不仅语言已改用客家话
,

甚至还有改

用汉姓的
,

如刘
、

林
、

李
、

胡
、

丘
、

罗等
。

一般说来同一个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
,

为什么舍

族说两种语言呢 ? 并且大部分不用本族语而用汉语的一种方言呢 ?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
:
大部

分地区的舍族历史上也是说苗语的
。

在今天舍族说的客家方言中有一些明显不是客家方言的

诃汇
,

它们的语音形式却跟苗瑶语接近
,

如
“

螟蛤
、

肉
、

杀
、

母
”

等
。

又据《潮州府志》载
,

当

地舍民把
“

火
”

叫做
“

桃花溜溜
” ,

把
“

饭
”

叫做
“

拐火农
” ,

今博罗一带称
“

火
”

为 〔ht 。〕
,

称
“

饭
”

为 〔k w e 〕
。

这说明现在已改说客家话的潮州舍民
,

当时是说今博罗一带的舍语的
。

此外还有

些民族学上的材料也可以作为它们历史上可能使用苗瑶语的证据
。

如浙江《景宁县志》在讲到

舍民时称
: “
其风俗仿佛若两广苗民

。 ”
所谓风俗大约包括对歌恋爱

、

祭祀祖宗盘靓等
。

在增

城
、

博罗的舍族至今还被当地的汉人称为山瑶
。

那么舍族什么时候
,

为什么改说客家话呢 ? 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详尽的文献可供直接参

考
。

今天各地的舍族都说他们的故土在广东凤凰山
。

从现代广东部分舍族还说苗语来看
,

这

个传说是可信的
。

他们迁入福建当在南宋之前
。

写于南宋的 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九十三说
,

`
凡溪洞种类不一

,
日蛮

、

曰瑶
、

日黎
、

日蜒
,

在漳者日舍
。 ” “

漳
”

指福建漳州
。

浙江的舍族

是从福建辗转而来的
。

迁入的最早年代有文献可以查考的是在明朝开国初年
。

清代 《宣平钟

氏家谱新序 》载
: “

大明洪武乙卯
,

日章公由福建迁处州景宁
。 ”

明代 自闽入浙的舍民大约先是

集中在处州
,

后再 向浙东南
、

江西
、

皖南迁徙
,

他们明显是从福建迁来
,

而不是直接由广东

迁来的
。

丽水 (即处州 )的舍民称当地汉人为
“
明家人

” ,

汉人则称舍民为
“

舍客
” 、 “

舍客婆
”
或

“

客家
” 。

这也说明舍民成批入处州最早当在明代
。

后来陆续而至的亦复不少
,

最集中的时期

大约是在明末清初
。

清代中叶之后浙南地区想必已充分开发不能再容移民
,

所以舍民入浙也

渐渐中止 了
。

古代浙江境内并没有客家人
。

现代的闽西却有客家人的地盘
。

舍族改说客家话当在移入

福建之后
,

转来浙江之前
。

跟别的少数民族比较而言
,

舍族并没有形成一个或若干个大的聚

居区
,

他们的自然村最多不过几十户
,

最少的只有二
、

三户
,

并且是星散在汉族村落 之 中
。

在他们人 口最集中的县份也不过占全县人 口的 5% 左右
。

客家人是在唐末至宋初移入闽西的
,

这些从先进的中原地区南移的客家人在经济和文化

及人 口数量方面都 占压倒优势
,

所以舍族改说客家话
。

在明初移入浙南之前
,

他们的语言已

经完成了转变的全过程
。

在客家移入闽西
、

粤东以后
,

舍客的纠纷和语言接触是很频 繁 的
,

这从一些族谱中每每可以看出
。

·

在完成语言转变前可能有使用双语的过程
,

粤东的一千多舍民至今仍处在这个过程 中
。

这些金民只是在舍族村寨或在外地与本族人相遇时才用苗语
,

在与汉人交往时也会说汉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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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移民的旧地方盲和新地方言相胜合

在移民和土著在人数
、

文化
、

经济等因素综合力量大致均衡的情况下
,

如移民和土著杂

居在一起
,

交往又很频繁
,

那么他们的语言有可能互相融合
,

而不是一个被另一个所取代
。

今吴语区北部有一个所谓
“

半官话
”

小区域
,

它的四周被纯粹的吴语所包围
,

这就是杭州

话
。

它的分布地域很有限
,

大致略大于杭州城 区的范围
。

在吴方言中杭州话是很有特色的
。

在语音结构上
,

它可以说是道地的吴语
:

保留全浊声母
,

塞音和塞擦音有三级分法 ,声调

有七类
,

保留入声
,

并且带喉塞尾 了 ,鼻韵尾只有一套
, “
因

、

音
、

英
”

三字同音 ,古咸
、

山两

摄韵尾失落
,

如三
、

南
、

船三字读音均是开尾韵
。

这些都是官话完全没有的特点
。

但是它却缺少文白异读系统
。

许多字在昊语中普遍有文白两读
,

但是在杭州话中只有一

读
,

这一点与吴语不同而与北方话一致
。

例如以下四对词 中加着重点的字
,

在苏州有文白两

读
,

在杭州只有一读
:

冬家 /冬民
;

卿路 /卿题
,

半日 /半产
,

尽班 /弓本
。

从词汇方面来看
,

杭州话里有许多词跟官话一致
,

而跟周围的吴语完全不 同
。

最典型的

是杭州话里的人称代词
、

结构助词和否定副词的系统跟官话完全一致
。

然而也有些词汇跟宫

话完全不同
,

而是属于吴语系统的
,

如落雨
、

困觉
、

番薯
、

事体
、

今朝等
。

杭州话既有北方话特征又有吴语特征
,

在各地吴语中杭州话听起来是最象普通话的
,

怪

不得有人把它称作
“

半官话
” 。

杭州话的
“

半官话
”

性质显然跟历史上宋室南迁时的大批北方移

民有关
。

关于这些北方移民在人数上与原有土著的比例
,

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说
: “

切见 临安

府 ( 即北宋杭州 ) 自累经兵火之后
,

户 口所存
,

裁十二
、

三
,

而西北人以驻弊之地
,

辐转骄

集
,

数倍土著
。 ”
由于临安成为南宋首都 (正式名称虽然是行在所 )

,

所 以北方居 民集中此地
,

以至人 口比原住居民多上几倍
,

这当然要使杭州原有语言发生变化
。

北来移民主要只是集中

在杭州城里
,

并不是分布在临安府的所有七个属县之中
。

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证明
:
一

是至少从北宋政和年间到南宋嘉定年间前后一百年中
,

杭州 (南宋时改称临安府 )一直是领有

七个属县
,

县数并不增加
。

试比较晋永嘉丧乱后宁镇地区为安置移民新增二十多县
, 可 以看

出南宋临安府的府城 以外地区并没有什么移民
,

即使有
,

也是微不足道的 , 二是现代的杭州

方言也只限于市区范围
,

一出市 区即是纯粹的吴语
,

这可以跟宁镇地区方言大面积更迭相比

较
。

如果府城以外地区也有许多移民
,

那么现代方言地理格局势必会类似于宁镇地区
。

所 以

临安府城内移民的比重如《要录》所言
:
是

“

数倍土著
” 。

移民的成分除了皇室以外
,

还有数以

万计的大官僚
、

大商人
、

大地主
,

以及大批的僧侣和一般百姓
。

所以移民和土著的语言是在

多阶层中发生接触和交融
,

这样的背景是有助于语言的融合的
。

杭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大致如此
。

从语言学角度来看
,

有一点颇堪注意
,

即一般认为

语言中最稳定的部分— 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的变化
。

代词系统是 属于所谓
“
基本词汇

”
的

,

而杭州话恰恰是整个代词系统换成官话型了
。

还有些口头很常用的基本词都不再用固有的白

读音或干脆换用官话词汇
。

而最稳定未变的是语音结构
。

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 , 当时土

著的语言心理是想学会政治地位较高的官话
,

而那些北来的大官僚和大商人所说的官话中出

现频率最高的即是一些基本词汇
。

土著对这些词最敏感
,

也最容易学会
。

另一方面操官话的

阶层为了跟吴语阶层交际
,

也不得不迁就吴语
。

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带有混合语性质的杭州话
。

(四 )移民远距离转移后仍保持其固有方言

1 6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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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民远离原居地来到新地后
,

仍然聚居在一起
,

如果他们原有的文化传统和 新 地 土 著

的文化特点格格不入
,

语言也大相径庭
,

那么移民就有可能保持原有的语言或方言
。

不过年

深 日久
,

加上联络渐减
,

新地和旧地的方言也会发生分化
。

如果新地和 旧地方言至今仍然面

貌相似
,

那么至少要具备下述条件之一
:

一是移民的历史不太长 ,二是移民和旧地的联系连续

未断
。

或者两者兼而有之
。

新疆的锡伯语国外有的学者认为是满语的一种方言
,

但是国内一般的看法是属 于 满
一

通

古斯语族满语支的一种语言
。

它在许多方面跟满语很接近
。

在满人入关之前
,

满语只使用于

东北地区
。

为什么跟东北相隔千山万水的新疆会有一种跟满语相近 的语言存在呢 ?

原来锡伯人的故土本是东北的嫩江流域
,

今天在辽宁
、

吉林
、

黑龙江的一些地方也还有

他们的同胞
。

锡伯语和满语相近是自有其历史渊源的
。

锡伯族的祖先是室韦
,

满族的祖先是

株蝎
。 《唐会要》 说 : “

室韦言语和鞋辐相通
。 ”

据《北史
·

室韦传》记载
,

酋长称为
“

莫弗
” 或

“

莫

何弗
” 。

在后来的满语中
“

老翁
” 、 “

长老
”

称为 m af a ,

音与
`

莫弗
” 相近②

。

清乾隆二十九年 ( 1 7 6 4年 ) 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木之乱以后
,

在伊犁建立了将军衙门
,

为了充实兵力
,

将锡伯族官兵
,

包括家属及跟随而来的闲散人员共五千多人迁到新疆
。

这些

人在那儿屯田
,

蕃衍
,

经过二百多年形成现代新疆锡伯族
。

他们居住的地方比较集中
,

邻近

地区是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
,

经济和文化与之彼此不相上下
,

所以他们的语言也就保留下来

了
。

相反东北故土的锡伯族人却不再用本族语而改说汉语了
。

移 民引起方言的大转移在汉族内部也不难找到例子
。

如闽南方言远播海南岛
,

客家话迁

至台湾岛
。

甚至在美国还有几十万华裔说广州话
,

因为他们的祖宗多是广州一带的农民
。

十

九世纪五十年代
,

大批中国劳工东渡美国加州开采金矿时
,

广州话也就转移到太平洋彼岸
。

(五 )移民带来的方盲在新居地演化成一种新方官

移 民带来的方言在新地扎根后
,

如果与原居地的方言隔离
,

演变较慢
,

较为保守
,

留在原

居地的方言反而发展较快
,

那么
,

久而久之新
、

旧两地的方言会演变成两种差异较大的方言
。

现代长江以南有一百个以上的县住有客家人
。 “
客家

”

这个名词是十七世纪才出现的
,

以

前的地方志没有提到这个名词
。

在后来的文献中不仅出现
`

客家
” ,

并且常常是
“
土客

”
并提

。

.

客家
”

显然不是土著
,

他们是历代从北方南下的移民
。

据今人罗香林的考证
,

客家南徙共分

五期
。

其中只有前两期是直接从北方迁到南方的
,

即第一期于东晋至隋唐从山西和河南迁至

长江南北岸
,
第二期于唐末至宋从河南

、

皖北渡江入赣
,

更徙闽南
、

粤北
。

后三期都是前二

期 已经在南方落户的客家再次向南方别地转移
。

最近有人提出异议
,

认为客家人退居到闽粤

赣交界地区
,

发展自己的社会
、

文化特点的时代要晚至宋元之交
,

甚至更晚些时候
。

我们认

为从客家方言所保留的特点看
,

客家人大规模南下应该在唐中期至宋初
,

接近于罗香林所说

的第二期
。

唐中期安史之乱引起许多北方人南下
,

这一点为罗香林和其他史家所忽路
。

现代客家方言分布范围很广
,

也很分散
,

但是却相当一致
。

客家方言的集中地区是粤东
、

赣南和闽西
,

梅县方言一向被当作客家方言的代表
。

客家的先民大多来自中州
。

我们拿今天的梅县方言和宋代汁洛方言相对照
,

有以下几点

重要的相同之点
: 1 ,

见组和精组不馄 , 2 ,

疑母读后鼻音 , 3
,

浊塞音已经清化 , 4, 鼻韵尾有

三套 , 5
,

有入声
,

并且有收 一 p 尾的 , 6
,

浊上声已归去声
。

除了第 3点以外
,

这些 相 同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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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都是现代的开封音所没有的
。

比较重要的不同只有三点
: 一是客家话没有撮 口呼

,

而宋代

沐洛四呼俱全
。

客家的撮口呼可能是南迁以后拼入齐齿呼的
。

这种演变的趋势在别的方言里

也可以观察到
,

如浙江湖州方言没有撮口呼
,

这显然是后来发展的结果
。

二是客家话入声有

一 p
、
一 t

、
一 k三种收音

,

宋代汁洛只收 一 p 或一种所谓
“

促音
” 。

这可能是构拟方面的问题
。

一般说来促音尾不可能是后来增生的
。

三是歌韵读 〔。 〕
,

汁洛读〔 a 〕
,

从 〔 a 〕变为 〔。 〕
,

这也

合乎一般的规律
。

如果将客家方言跟更早一些的中州音 比较
,

那么至少在浊塞音和浊上归去这两点上不能

相合
。

如果将它与元代周德清所著《中原音韵》比较
,

那么至少在后鼻音声母
、

收 一 p 尾和入

声这三点上不能相合⑧ 。

所以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
,

客家人的大规模南迁应在切韵产生之后
,

《中原音韵 》产生之

前
。

(六 )移民造成民族错居并引起方言的更替

我国西南苗
、

瑶
、

壮
、

侗等族历史上多迁徙之举
,

迁定以后
,

又多与他族错居
,

语言也

因此有相互更替的现象
,

亦即放弃本民族语言
,

而改用他民族语言
。

但是这种情况并非放弃

整个民族语言
,

象上述的舍族一样
,

而只是某个族系放弃其使用的方言
,

而采用他族语言
。

广西金秀 的茶山瑶不说瑶语
,

而使用一种跟壮侗语族接近的语言
。

茶山瑶的人口据 1 9 8 2

年的统计有 8 , 5 86 人
,

占瑶族总人 口 10 % 弱
。 .

茶山瑶
”

是 汉人对他们的称呼
,

他们 自称
“

拉

咖
” , “

拉
”

是
“

人
”

的意思
, “
伽

”

是叼 l ” 的意思
,

他们说的话叫
“

拉咖话
” 。

茶山瑶居住的广西

金秀县是瑶族最大的聚居区
,

共有瑶族三万多人
,

其中除了茶山瑶之外
,

还有盘瑶
、

山子瑶
、

坳瑶和花兰瑶
。

后四个族系都是说苗瑶语的
,

唯独拉咖话跟壮侗语言相近
。

所以茶山瑶跟盘

瑶的语言差别很大
,

竟至不能通话
。

拉咖话的声母系统中有缩气塞音
,

如天 〔户 on 〕
、

胆 量

〔扣 la i〕
。

这正是壮侗语言的特点
。

_

有人认为拉咖话跟壮侗语族的侗水语更接近
。

但全秀一带并没有侗族或水族
。

据茶山瑶

本民族的传说
,

他们主要是从广东迁来 的
,

很可能他们还在广东老家跟当地侗水族杂居的时

候
,

就放弃本族语了
。

金秀瑶族五个族系中最小的是花兰瑶
,

只有一千多人
,

他们的语言则

接近苗语支
。

传说他们是从贵州迁来的
。

他们放弃瑶语也可能是早在贵州的时候
。

瑶族中第二大族系是
“

布努
” ,

共有十五余万人
,

分布在广西的都安
、

巴马等十六个县和

云南的富宁
,

他们说的话不是瑶语
,

而更接近苗语
。

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改说苗语的
,

还不清

楚
。

据 1 9 5 7 年的统计
,

使用苗语支语言的瑶族占瑶族总人 口的 3 4
。
8 4%

。

因移民而引起语言更替的例子还有不少
,

如湖南通道
、

贵州黎平
、

广西三江有几千苗人

说侗语
,

同瑶族
、

苗族
、

黎族
、

壮族等民族都有部分人改说汉语
。

我们还没有在西南地区找

到语言融合的典型例子
,

看来在民族杂居地区语言的更替比语言的融合更为普遍
。

(七 )移民引起毗邻地区方 , 发生不同程度的质变

甲
、

乙两个相邻的方言区
,

如果甲区的经济
、

文化较发达
,

而人口 又几近饱和
,

乙区则

相反
,

那么 甲区就有可能向乙区移民
。

往往起初是占据边界地带
,

后来才慢慢地深入到腹地
。

甲区的方言特点也因此渗入乙区
,

而使乙区方言发生程度不等的质甄
汉代扬雄《方言》 屡次将

`

南楚江湘
’

相提并论
。 “
南楚江湘

”

的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湖南全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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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

〔幼 ) 7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 95 6年第 4期

省
。

古代湖南应该是使用同一种方言— 湘语的
。

但是到了现代
,

湖南境内的方言却有好几种
。

这是历代受邻省方言侵蚀的结果
。

其中又以江西方言影响最大
。

今天湘东的平江
、

浏阳
、

酸陵
、

衡山
、

枚县
、

茶陵
、

来 阳
、

常宁
、

鄙县
、

桂东
、

汝城等

县的方言具有明显的赣语特征
,

最显著的是古全浊声母都是读送气清音〔 t幻
,

如果用长沙话

读
,

则是不送气的 〔t〕
。

尤其是平江话
,

赣语的特征更明显
,

如入声字保留塞音韵尾 一 t ,

古

泥来两母在洪音前泥母读作〔l〕
,

在细音前泥母读 〔他〕
,

来母读 〔1〕
。

这两条特征与赣语相同
,

而为湖南其他地点的方言所无
。

往西到湖南中部腹地
,

赣语的特征相对减弱
。

再往西
,

在湘西地区赣语影响虽有但已很

微弱
。

湖南的攒语地盘和赣语影响是历代大量接受江西移民的结果
。

江西移民所使用的 方 言
,

对湖南固有方言产生程度不等的冲击
。

两者之间发生取代
、

融合
、

混杂等变化
,

变化的忙况

跟移民的数量
、

年代和迁徙的路线有着密切的关系
。

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向来缺少完整
、

系统的移民材料
,

利用地方志中的民族志可以从侧面

了解移民的情形
。

氏族志以谱谍为据
,

记载各氏族的原住地及其迁入的原因和年代
,

事实上

是相当可靠的移民材料
。

湖南省含有氏族志的地方志有
:

清道光《宝庆府志》
、

光绪《邵阳乡土

志》
、

《武冈乡土志 》
、

《湘阴县图志》
、

《永定县志》
、

《靖州乡土志》 及民国 《汝城县志》
。

这七

种地方志所及地域占全省面积的六分之一以上
,

在地理分布上及于省境的东北
、

中部
、

东南
、

西北和西南
,

五个方位俱全
。

就研究移民情况而言
,

颇可代 表全省的大势
。

分析
、

归纳上述方志中氏族志的材料
,

可以看出外地向湖南移民的主要特点有五个
: 1 ,

江西移民占大多数 , 2 ,

江西移民自东向西逐渐减少 , 3 ,

江西移民的来源地 ( 出发地 ) 十分集

中 ; 4 ,

湘北的移民多来 自赣北
,

湘南的移 民多来 自赣中 , 5 ,

江西移民自唐末五代始
,

及两宋

元代颇具规模
,

至明代而大盛
。

从五代至明末长达七个多世纪中
,

江西地区持续不断地向湖南实行大量移民
,

即使是僻

远县份也有江西人的足迹
,

而与江西结邻的县份则有尽为江西人占据的
。

这种情况 自然使沏

南方言发生深刻的变化
,

不但在湘赣边界形成明显的赣语区
,

而且赣语特征显著的县份自东

北深入西南
,

自湘阴而宁乡
,

而新化
,

而绥 宁
,

直达湖南之僻壤
。

在江西方言的普遍影响中

各地又有深浅的不 同
。

一般而言是距江西越远
,

影响越弱
。

邻近江西北部和中部的县份是赣

语区的核心
,

尤其是平
、

浏
、

酸诸县方言赣语特征更为明显
,

这些县份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江

西移民的后代
。

赣语区南部因移 民数量稍逊
,

翰语特征与老湘语或新湘语特征遂成并立之势
,

汝城就是如此
。

赣语区以外湘阴
、

新化的江西移民分别达到外来移民总数的 72 %和 75 %
,

故

赣语影响才能与新 (老 ) 湘语相匹敌
。

更 向远处
,

永定和靖县江西移民在 40 % 以下
,

赣语特

征 已成强弩之末
,

影响甚微了
。

通过对江西移 民和湖南的赣语区形成的关系的分析
,

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结论
:

如果移民要对新居地的固有方言产生深刻影响
,

必须具备两个条件
,

一是数量大
,

二是迁徙

时阿集中
。

固有方言的继承性一般都相当顽强
,

不在短时间内以压倒优势的移民语言去侵蚀

它
,

同化它
,

就很难改变它固有的结构
。

上述湘阴
、

新化二县就是 明显的例子
。

两县的江西

移民分别为移民总数的 7 2% 和 75 %
,

而赣语特征仅能与新 (老 ) 湘语相领顽
,

远不能取而代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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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。

这样看来
,

益阳
、

宁乡
、

绥宁诸县虽然没有移民材料
,

也可 以推知其江西移民至少占移

民总数的四分之三左右
。

而平
、

浏
、

酸诸县居民则必然十九是从江西迁入的
。

不但如此
,

新

化移民迁入的时代主要集中在北宋
,

尤其是宋神宗熙宁
、

元丰间
。

新化本
“

梅山蛮
”

所居
,

宋

神宗时
“
平蛮

”

置县
,

招徕汉民垦殖
,

江西移民遂大量涌入
。

湘 阴的移民则集中在五代和明

代
,

尤其是五代
,

仅后唐同光年间就移入十八族
。

如果移民只是在长时间内断断续续地移入

的
,

那么移民方言就会慢慢地被固有方言所同化
,

而不能留下值得一提的影响
。

靖州的江西

移民本仅 占移民总数的 35 %
,

而移入的时间又相当分散
,

南宋五族
,

元代三族
,

明代六 族
,

稀稀拉拉的
,

形不成一股势力
,

江西方言也就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了
。

(, 、 )移民的方言冲淡了土著方言的特征

移民带来的方言有时并不完全取代新地方言
,

而只是不 同程度地冲刷
、

消磨新地方言的

特征
。

这表现在两方面
,

一是 旧地方言特征在地理分布上的萎缩
,

二是这些特征本身在程度

上的减弱
。

皖南的铜陵和太平一带的方言原来完全是吴语系统的
,

就是到今天还保留全浊声母
。

但

是 由于近几十年来受移民带来的官话的影响
,

它的词汇都变成官话系统的了
。

浙南平阳蛮话

的情况也如此
,

它保留全浊声母这一点跟属于吴语的温州方言一样
,

但是它有许 多 闽 语 诃

汇
。

还有些语法特点也带闽语特征
。

如小称词尾用
“
图

”

不用
“
J L

” 。

男孩是
“

丈夫国
” ,

女孩是
`
作母田

” 。

《集韵》说
: “
图

,
’

闽人呼儿 曰图
。 ”

平阳蛮话中的闽语成分显然是入浙的福建 移 民

带来的
。

吴语和官话的分界线有 一段是穿过苏南的漂水县的
。

漂水县城在抗战时因为 日军狂轰滥

炸
,

人 口剧减
,

其后有相当数量的操江淮官话的居 民移入
,

因此现在 的县城方言完全是江淮

官话系统
。

县城东南的几个乡也由于官话居民的不断移入
,

冲淡了原有的吴语特征
。

塞音虽

然保持三级分法
,

但是全浊音的浊度跟苏沪一带吴语比较
,

却有不同程度的减弱
。

有的字本

来应该读浊音的
,

甚至 已经变读清擦音 了
。

如
“

败
”

字不读〔b ia 〕
,

而读〔fe 〕 , “ 步
”
字不读〔 b u〕

,

而读〔f u〕
。

苏北和其他官话区的人不断地 向苏南和上海地区移民
,

特别是苏北移民一直深入到钱塘
·

江北岸
,

他们带来的官话对某些苏南吴语产生影响
。

例如吴语和官话临界地带的浊音趋向清

化
,

除了上述漂水外
,

还有丹阳
,

文读时已经没有浊音
,

只是 白读时还保留浊音
。

高淳话中

浊塞擦音已经消失
。

常州地区的某些词汇脱离了吴语系统
,

归入了官话系统
,

如
“

他
、

穿 (衣 )
、

锅子
、

家里
” ,

这些词在一般吴语里是
“

渠
、

着 (衣 )
、

镬子
、

屋里
” 。

(九 )移民的双语现象

到达新地的移民如果在人数上只占少数
,

在经济
、

文化上的地位又相对较低
,

那么他们

不得不学会新地的方言 , 但是由于他们往往是大分散小聚居
,

以便于保留旧地的风俗习惯秘

在新地的生存发展
,

所以他们在 自己的家庭和移民的社区里仍然是使用 旧地方言的
。

这样就

产生移民的双语现象
。

今天苏南吴语的许多县
,

特别是太湖以西的
,

有许多祖籍是河南
、

湖北等地的居民
。

他

们被称为
“

客民
”
或

“

客边人
” 。

他们的人 口总数没有统计过
。

大致是丘陵地带人烟稀少
,

较穷
,

客民就多些
,

平地富裕地区客民少些
,

甚至没有
。

这些客民大多是大分散小聚居的
。

他们是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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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平天国战争后迁入的
,

虽然已经蕃衍了好几代
,

但是一直到他们的父辈时代还保留河南或

湖北的年节和婚丧的风俗
。

在与当地人交际时
,

他们说的是道地的当地话
,

但是他们自己互

相谈话时
,

却说
“ 客边话

” 。

也有人把他们所说的话叫做
“

棚子话
”

的
,

这是因为他们初来时只

能搭建一些临时的棚子栖生
。 “
客边话

”
大约是受当地吴语的影响

,

长期 以来又跟原居地方言

没有什么联系
,

所以跟北方话已有所不 同
。

例如漂水县共和乡的
`

客边话
”
其语音系统

,

从总

体上看是属于官话系统的
,

但是有些入声字却读成带喉塞尾
,

读法跟吴语相仿
。

在民族杂居地方
,

居民操双语是相当普遍的
,

最典型的是瑶族
。

瑶族多是与其他民族杂

居的
,

他们没有本族单独的市场
,

墟场多是与它民族共同组成的
,

为 了日常生活和交际的需

要
,

他们一到成年都能说一 种或更多别族的语言或方言
。

青海省贵德县有一种双语现象很特

殊
,

当地的藏族人和汉人交谈时
,

在同一句话中既有汉语成分
,

又有藏语成分
,

有点一边说

话一边自己当翻译的味道
。

青海人把这种现象叫做
“

风搅雪气

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
,

双语制不能长期维持
,

最终要发展成单语制
。

双语制最后的也是

最坚强的堡垒是家庭
。

但是如果因婚配关系引进了新地的方言或语言
,

那么双语制在这个家

庭里很快就会崩溃
。

另一种情况是下一代不再愿意说父母的家乡话
,

虽然他们听得懂
。

到了

第二代双语制也就结束了
。

许多移居汉族城市的少数民族家庭都有这种情况
。

必须有下述的

特殊原因
,

双语制才能长期维持
。

一是移民聚居自成社团 ,二是移民有较强的
“

族系
, 意识

,

有

意识地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
。

例如苏南的河南移民的双语制已经维持百年而未衰
,

其原因就

是他们为了在新地能够生存下去
,

必须聚居在一起
,

还必须保持内聚力
,

以抵抗土著居民的

地方主义和排外倾向
。

海外华侨
,

尤其是在东南亚
,

为了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
,

则是有意识

地维持双语制
。

据 1 9 7 2 年的统计
,

新加坡的华裔有 9 1
。
1%的人使用闽南话

,

其中有 4 5
。

8%

的人兼用马来语
,

41
。

2% 的人兼用英语
。

人 口 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似乎是显而易见的
,

西方的语言学家在上个世纪后半期以印

欧语言为基础建立了语言分化的
`

谱系树说
, 。

这个理论认为原始印欧人的迁徙引起原始印欧

语分化为各别的语族
,

各语族居民再次迁徙引起语言的再分化
,

现代各种印欧语言就是原始

印欧语一再分化而最后形成的
。

这种分化的过程好象树干分叉为树枝
,

树枝再分叉为更细的

枝条
,

所以被称为语言的谱系树分化
。

这一理论是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启发而产 生 的
.

其实语言的演化并不象生物进化那样脉胳清楚
。

从本文上述论述来看
,

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

的关系比
.

谱系树说
”

的假设要复杂得多
。

本文只是从人 口变迁的角度讨论语言的演化
,

实际

上语言的演化还跟行政地理
、

政治地理
、

经济地理
、

山川形势等多种因素有关
,

这就需要另

作专题讨论了
。

( 本文责任 编拜
:

张家哲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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